
心理科学进展  2022, Vol. 30, No. 3, 511–521    © 202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2.00511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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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中的资料饱和及其判定* 

杨莉萍  亓立东  张  博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24) 

摘  要  在质性研究中, 资料饱和通常被用以评估研究资料的充足性。但在研究实践中, 资料饱和却存在概

念模糊及操作性问题。作为某项质性研究所抽取的样本量已满足研究需要的标志, 按照在研究过程中判定时

点的先后顺序, 资料饱和可划分为数据饱和、编码或主题饱和、意义饱和及理论饱和 4 种主要形式。4 种形式

的资料饱和各有其特定的内涵、评估方式和判定标准。研究认为, 达到资料饱和的样本量标准不应统一设定, 

其检验需嵌入具体的研究过程; 资料饱和存在逻辑上的不确定性, 适度追加抽样有助于进一步确认; 资料饱

和作为考察研究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并不适用于所有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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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8 年 1 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

专业委员会正式设立以来, 采用质性研究及混合

研究方法的论文大量增加。在质性研究中, 与量

化研究一样 , 样本充足是研究效度的基本保证

(Curtis et al., 2000)。样本量不足会影响研究质量, 

而样本量过大又会浪费研究资源。资料饱和则是

质性研究中样本量适当的标志。研究过早终止数

据搜集, 达不到资料饱和, 会导致研究结果缺乏

必要的洞见性, 沦为对原始数据的简单呈现(苏达

比, 2006/2016)。达到资料饱和意味着在当前所搜

集和分析的资料基础上, 进一步的数据搜集不会

帮助研究者对故事或理论产生更深入的理解, 因

此没有必要继续搜集和分析数据(Corbin & Strauss, 

2014)。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与量化研究不同, 

质性研究中的资料搜集和资料分析并不是两个截

然划分的研究阶段, 而是呈现循环往复的特点。

质性研究中的资料饱和往往是在对前期所搜集的

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判断。而一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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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搜集达到饱和, 就意味着资料分析也同时告一

段落。 

以往多以两种方式判定质性研究的样本量 , 

或依据经验法则, 或通过资料饱和检验(Marshall 

et al., 2013)。基于经验法则, 已有研究总结出了不

同类型质性研究适合的样本量, 但是这类文献大

多缺乏对基本原理的清晰描述, 其所建议的样本

量标准往往差异很大。例如, 在研究者给出的建

议中, 扎根理论研究的访谈样本量范围在 5~35 之

间, 而案例研究(case study)的样本量范围则是在

4~30 之间(Sim et al., 2018)。更有研究者认为, 由

于质性研究的特征以及不同研究之间的差异性 , 

为质性研究设置统一的样本量标准缺乏理论与现

实依据(Guest et al., 2006; Marshall et al., 2013)。 

将资料饱和作为质性研究中停止数据搜集和

分析的方法论原则被广泛接纳与使用(Saunders et 

al., 2018)。资料饱和甚至被奉为确定质性研究样本

量的“黄金准则”与“行动指南” (Guest et al., 2006), 

以及质性研究质量的“保证书” (Morse, 2015)。如

有研究者提出, 在质性研究中, 评估抽样充分性

的最常见标准是资料饱和(Fusch & Ness, 2015; 

Morse, 2015); 同时, 资料饱和也是评判质性研究

学术论文质量的重要准则(Hennink et al., 2017); 

恰当使用资料饱和标准可以提高质性研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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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严谨性、信效度等(Hennink et al., 2019; O’reilly 

& Parker, 2013; Sim et al., 2018)。美国心理协会出

版物和通讯委员会关于质性研究的期刊文章报告

标准工作组在制定心理学质性研究期刊论文报告

标准时也指出, 研究者应该说明确定研究样本量

的依据, 并建议对资料饱和进行检验(Levitt et al., 

2018)。 

尽管资料饱和的概念与作用受到质性研究者

的广泛认同并被不断提及,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这一概念和判定标准却始终含糊不清(Hennink et 

al., 2017), 长期存在一系列概念性与操作化问题

(Saunders et al., 2018)。一方面, 资料饱和的概念源

于扎根理论, 最初以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

的形式出现(Glaser & Strauss, 1967)。但随着资料

饱和作为质性研究样本量判断标准的推广, 又发展

出多种指标, 例如数据饱和(data saturation)、编码

饱和(code saturation)、主题饱和(thematic saturation)、

意义饱和(meaning saturation)等。由于饱和的形式

和标准多样, 不同形式和标准之间既有差异又相

互联系, 关系错综复杂, 以至于很少有研究者能

够系统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资料饱和的概念, 在使

用过程中常常出现混乱(O’Reilly & Parker, 2013)。

另一方面, 在众多研究报告中, 研究者都声称该

研究以资料饱和作为样本量的判断标准, 且已达

到资料饱和, 但是却极少说明达到的是哪种资料

饱和、其判断方式及合理性(Constantinou et al., 

2017; Morse, 2015)。有研究者因而提出, 应增加

对质性研究中资料饱和报告的透明度, 在作者宣

称达到了资料饱和的同时, 需要提供更加细致的

描述, 明确资料饱和的形式、判定方式与依据, 以

便于读者评估和进一步验证, 这也是对质性研究

规范意识的基本要求(Fusch & Ness, 2015; Hennink 

et al., 2017; Kerr et al., 2010; Malterud et al., 2016)。

但由于以往研究尚缺乏对资料饱和判定及报告的

操作化描述与实践性指导(Carlsen & Glenton, 2011; 

Hennink et al., 2019), 要求研究者做到这些并不

现实。考虑到资料饱和对于质性研究的重要性及

操作现状, 有必要对各种不同形式的资料饱和的

定义、判定标准与报告方式加以探究与说明, 以

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与使用资料饱和的概念 , 

使对质性研究样本量的判断有据可循, 从而提高

心理学中质性研究的规范性和研究质量。 

本研究基于对资料饱和相关文献的研究及作

者团队长期开展质性研究的实践经验, 试图明确

质性研究中资料饱和的概念, 厘清不同形式的资

料饱和, 通过比较、明确不同形式的资料饱和之间

的关系, 探索质性研究资料饱和的判定及报告方

式, 以期为质性研究中资料饱和的判断提供参考。 

2  质性研究中 4 种形式的资料饱和 

资料饱和是一项质性研究所抽取的样本量已

满足研究需要的标志。最早提出资料饱和问题的

是扎根理论, 所采用的判断标准是理论饱和(Glaser 

& Strauss, 1967)。但随着质性研究的发展, 资料饱

和的概念不再局限于扎根理论提出的理论饱和 , 

而是进一步发展出了包括数据饱和、编码或主题

饱和、意义饱和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资料饱和概

念。不同形式的资料饱和其意涵、指向、所使用

的分析手段及判定标准各不相同(Saunders et al., 

2018)。 

2.1  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 
在质性研究中, 扎根理论最早提出了研究资

料的饱和问题。扎根理论是在系统搜集资料的基

础上, 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 通过在这

些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而形成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

(陈向明, 2000)。扎根理论研究的主旨在于建构理

论, 作为研究结果, 所建构的理论在其内部及其

与外部相关理论之间需要获得一致性和协调性。

基于此, 扎根理论的创始人 Glaser和 Strauss (1967)

最早提出了理论饱和的概念 , 并将其解释为“如

果继续追加抽样, 不会再有新的类属或相关主题

出现”。 

扎根理论中的理论饱和概念是指在数据搜集

过程中已发展不出新的主题(issues)或理解(insights), 

所有相关概念类属(conceptual categories)的属性

及其之间的关系都已被探讨、穷尽和确定, 继续

获取数据资料已不能揭示新属性, 也不能获得对

于新生理论(emerging theory)更深入的理解, 新的

理论已全面、可信(Hennink et al., 2017; Morse, 

2015)。Hennink 等(2019)指出, 理论饱和依赖样本

的充分性, 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发现充足的、丰富

的、合乎逻辑的、有意义的数据, 以此支持新生

理论。Saunders 等(2018)则认为, 当所有表征理论

的概念都充分反映在了数据中时, 便达到了理论

饱和。 

扎根理论对理论饱和的判断植根于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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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往复、螺旋式演进的过程, 与扎根理论对理论

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的要求紧密相关(Saunders 

et al., 2018)。在扎根理论研究过程中, 资料搜集到

一定程度, 并且经历了编码、比较、归类、再比

较等资料分析过程之后, 初步勾勒出了新生理论

的轮廓 , 以此指导研究者进一步实施理论抽样 , 

然后基于新搜集的资料, 检验、改进和完善新生

理论, 如此循环演进, 逐步去除新生理论中的薄

弱环节。这是一个将新生理论返回原始资料进行

比较、验证, 不断优化, 使之完善的持续性过程

(陈向明, 2000)。直到新生理论基本可以解释所有

的资料, 研究者已不能从资料中继续发掘新的表

征理论的相关概念, 而只是重复表征已有概念或

属性, 这时便视为达到了理论饱和, 可停止抽样。 

有研究者指出, 在扎根理论研究过程中, 在

理论抽样的驱动下, 概念类属或新生理论循环演

进, 不断完善, 当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及其含义

逐渐清晰时, 就达到了理论饱和(Morse, 2015)。由

此可以看出, 理论饱和是基于理论完整性进行的

饱和度判断, 判断的时点在资料搜集和分析的后

期阶段, 具有较高的理论概括性水平(Saunders et 

al., 2018)。 

2.2  数据饱和(data saturation) 
数据饱和是指随着资料搜集的进程, 不再有

新的数据产生, 逐渐出现了信息冗余。例如, 在访

谈中, 研究者不断重复听到同样的叙述, 以此判断

已达到数据饱和, 因而停止数据搜集(Grady, 1998; 

Jackson et al. 2015)。数据饱和关注是否还会有新

的信息出现, 是在数据搜集阶段对资料饱和的判

断。数据搜集处于整个研究过程的相对早期阶段, 

研究者基于“在随后的资料分析阶段 , 某些主题

可能会出现”这一预设做出判断。但这种判断往往

并不准确, 因为在数据分析过程中, 各种编码、编

码属性及编码之间的关系还会不断变化, 包括资

料分析过程中编码的合并、意义扩充、意义排除

等(Saunders et al., 2018)。所以, 仅以数据饱和作

为资料饱和的判断标准存在较为明显的弊端。 

2.3  编码或主题饱和(code or thematic saturation) 
编码或主题饱和有时也被称为类属饱和

(categories saturation), 这一概念表示在数据分析

过程中, 编码或主题范围已基本确定, 从新搜集的

数据中只能发掘出与已有编码或主题相重复的内

容, 不再有新的编码或主题出现, 编码书(codebook)

已相对稳定(Urquhart, 2012; Hennink et al., 2017)。

编码或主题饱和关注在数据分析阶段所产生的编

码或主题在类属上的重复性, 其判断标准为在数

据分析过程中再无新的编码或主题出现。 

编码或主题饱和与数据饱和相比可靠性有所

进步。编码已经进入对数据的分析, 而主题则是

编码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出现的结果。相比数据饱

和仅仅根据数据或资料本身的重复性做出判断 , 

编码或主题饱和已经将一定程度的分析纳入其

中。但以编码或主题重复作为资料饱和的判断依

据仍然有问题, 也容易出现虚假饱和, 导致所获

取的信息或资料不足以建构起完善的理论。这是

因为编码或主题饱和仅仅提供了研究问题的大致

轮廓, 往往通过较少的访谈就能达到(Saunders et 

al., 2018)。因此, 只达到编码或主题饱和还不够, 

仍需要增加更多数据, 以便研究者充分理解问题

的深度、丰富性和复杂性(Emmel, 2015; Hennink 

et al., 2017)。 

与数据饱和一样, 编码或主题饱和仅仅评估

了编码或主题在类属或出现频度上的饱和, 即只

是基于所搜集材料的广度和范围进行饱和度判断, 

缺少对于编码或主题的意义评估。当某一主题首

次从资料中浮现, 研究者往往并不一定能达到对

该主题的深入理解, 还需要进一步搜集与分析数

据, 以发展对于主题或概念类属更为丰富和深刻

的认识(Hennink et al., 2017; Kerr et al., 2010)。 

2.4  意义饱和(meaning saturation) 
意义饱和是指在数据搜集和分析过程中, 研

究者已充分理解了所发展出的一系列编码或主题, 

关于编码或主题的含义及其之间的关系不再出现

新的信息(Hennink et al., 2017)。Hennink 等(2017)

认为 , 要达到意义饱和需要一个循环演进的抽

样、搜集资料、分析资料的过程, 持续监测数据

的多样性、清晰度和深度, 强调针对目前尚缺乏

理解的信息、编码或主题进行数据搜集。意义饱

和是在数据搜集和分析过程中基于编码或主题意

义的完整性进行的资料饱和判断, 着重于对资料

的深度理解。使用这一指标判断饱和度, 有利于

发掘和呈现资料的完整意义。 

Hennink 等(2017)比较了编码饱和与意义饱

和, 结果发现, 在总共进行的 25 人次的深度访谈

中, 在第 9 次访谈达到了编码饱和, 亦即将所有

编码识别出来, 确定了主要命题(thematic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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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然而, 需要 16~24 次访谈才能达到意义

饱和, 即研究者真正认识了编码的含义, 对研究

问题有了丰富理解。Hennink 等认为, 编码饱和仅

代表着“听到过(heard it all)”, 而达到意义饱和需

要“理解了(understand it all)”。这再次说明, 在进

行饱和度检验时 , 仅仅依靠“有些编码或主题开

始重复出现, 不能继续发现其他新的编码或主题

(Kerr et al., 2010)”作为判断标准是不够的, 还应

该继续判定每一个编码或主题的定义与内容是否

得到了充足的发掘与认识 , 即“对每一个编码或

主题的解释维度或理解开始重复出现, 不再发现

对编码或主题的其他解释, 编码或主题因此达到

了意义饱和”。 

以上 4 种形式的资料饱和, 关注了质性研究

资料搜集和分析过程中的信息冗余或理论内涵

(Sim et al., 2018), 它们分别出现在研究过程的不

同阶段(Saunders et al., 2018)。数据饱和直接关注

资料搜集过程; 编码或主题饱和则基于对数据的

初步分析; 意义饱和在数据搜集和分析(质性研究

数据搜集与分析常常同时或滚动进行)的基础上, 

进一步注重资料分析的深度; 而理论饱和则关注

更高水平的理论建构, 强调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对

概念类属及其属性(理论含义)发掘的充分性。 

不同形式的资料饱和其判断的侧重点不同。

数据饱和、编码或主题饱和基于数据、编码或主

题的重复或出现频度进行判断; 意义饱和基于编

码或主题的意义深度进行判断; 理论饱和基于新

生理论中各概念属性的完整性、新生理论的自洽

性及新生理论与以往理论的一致性进行判断。总

的来说, 数据饱和、编码或主题饱和着眼于所搜

集资料的广度, 意义饱和、理论饱和则着眼于研

究资料的深度(Saunders et al., 2018)。意义饱和与

理论饱和更接近, 但二者又有本质区别。意义饱

和关注的是编码或主题的意义深度; 而理论饱和

则进一步关注由编码或主题发展而来的新生理论

的完整性、预测性与解释力。此外, 理论饱和的

概念源自并主要适用于扎根理论, 而意义饱和则

不限于扎根理论的语境, 适用于对更多类型的质

性研究资料饱和的判断(Hennink et al., 2017)。 

3  资料饱和的判定方式及标准 

3.1  理论饱和的判定 

如前所述, 理论饱和的概念来源于扎根理论。

在扎根理论研究中, 理论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建立

在系统地搜集和分析资料的基础上, 是通过数据

搜集与数据分析的相互作用实现的。 扎根理论主

要的分析方式是在资料与资料之间、理论与理论

之间重复进行比较, 基于资料和理论的相关性提

炼出概念类属及其属性 , 又被称为“不断比较的

方法” (陈向明, 2000)。不断比较是扎根理论研究

的主要特征, 理论饱和就依赖于不断进行的比较

过程(Bowen, 2008)。在一系列比较完成之后, 研

究者勾勒出新的理论, 并与早期搜集的资料、新

搜集的资料进行持续比较, 从而完善理论。当研

究者发现理论可以解释大部分(或所有)原始资料

或新资料时, 即可判断该研究达到了理论饱和。 

Bowen (2008)以一项扎根理论研究为例, 根

据扎根理论研究的要求, 进行了数据搜集、编码

分析、理论抽样、持续比较等操作, 并详细说明

了对理论饱和的判定标准。他认为, 满足以下 4

个条件方可认定研究资料达到理论饱和：1)相关

概念类属反映在 70%以上的访谈中; 2)受访者认

同研究结果, 对研究结果有较好的反馈; 3)与前人

研究结果相契合; 4)新的受访者开始重复叙述与

之前受访者相似的内容。Bowen 还建议, 如果使

用诸如 70%作为资料饱和的判定标准, 最好与其

他形式的饱和标准结合使用。 

3.2  数据饱和的判定 

研究者根据资料搜集阶段访谈对象所叙述的

内容以及对资料分析阶段可能出现的主题预设进

行数据饱和度预判。当研究者重复听到同样的叙

述, 便开始考虑是否做出研究达到了数据饱和的

判断(Jackson et al. 2015)。如前所述, 在资料分析

过程中 , 研究者的早期理解可能发生巨大变化 , 

仅仅基于上述特征就判断研究达到资料饱和是不

可靠的。但将数据饱和应用于对单次访谈的资料

饱和评估, 或对个体生命历程进行分析(如个体心

理传记等)之类的质性研究中似乎是可行的。 

3.3  编码或主题饱和的判定 

编码或主题饱和是质性研究使用较多的资料

饱和形式, 对与此相关的判定标准的研究和讨论

也最详实。 

3.3.1  以实证研究结果作为判定依据 

有研究采用回顾性实证分析的方式, 系统呈

现了资料饱和度的评估、报告和验证过程, 总结

了研究达到编码或主题饱和所需的样本量。如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第 3 期 杨莉萍 等: 质性研究中的资料饱和及其判定 515 

 

 

Guest等(2006)总共进行了 60次深度访谈, 在访谈

结束后, 以每 6 次访谈为一组, 依据主题和重要

主题的发展程度(依据主题所包含的编码数量确

定重要主题)判断饱和度。结果发现, 采用主题分

析, 前 6 次访谈结束后, 主题的基本要素就已经呈

现。在第 12 次访谈之后确定了 88%的主题与 97%

的重要主题, 编码书的结构趋于稳定, 很少再需

要更改, 研究达到了主题饱和。Guest 等(2017)采

用类似方法分析了 40 个焦点小组访谈获取的资

料, 结果发现, 经过 3 个焦点小组访谈即可确定

84%的主题, 6 个焦点团体访谈之后确定了 90%的

主题。 

Francis 等(2010)探究了在基于理论的访谈研

究中概念性类属(conceptual categories)的饱和, 结

果发现在经历了 17 人次的深度访谈之后, 研究整

体上达到了类属饱和。Coenen 等(2012)在研究中

采用了最大变异抽样, 验证焦点团体访谈中达到

饱和所需要的样本量, 结果发现经过 5 个焦点小

组访谈, 研究达到了编码饱和。Hennink 等(2017, 

2019)分别对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与焦点团体研究

中所需的样本量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 结果发现 , 

在总共进行的 25 次深度访谈中, 第 9 次访谈达到

了编码饱和; 而在进行的 10 个焦点团体访谈中, 

第 4 次访谈就已达到编码饱和。类似的还有, 研

究者发现, 在相对具有同质性的群体中, 通过 16

个样本即可获得足够的共同主题, 在跨文化背景

下则需要 20~40 个样本(Hagaman & Wutich, 2017); 

在对较抽象概念的探索中, 通过对 12 个样本的访

谈即可提取出 92%的编码(Ando et al., 2014)。 

上述研究大多采用后期回顾的分析方式, 以

研究获取的全部编码或主题为基数, 通过计算某

次访谈之后所获取的编码或主题在总数中的占比

来判断资料饱和度, 旨在基于多次实证研究的结

果及研究者长期积累的经验, 为后续研究提供标

准参照。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 对于饱和度的判断

是过程性的, 即需要在资料搜集与分析的循环过

程中评估饱和度, 以便确定在何时停止抽样。回

顾性分析相当于“事后聪明”或“马后炮”。尽管此

类研究得出了众多关于样本量的实证经验, 但正

如很多研究者强调的, 不能将其研究结果作为一

般化取样要求直接应用于其他质性研究。因为资

料饱和受到研究问题、研究目的、样本特征、取

样均质性、访谈方式、编码特征、研究者以及数

据特征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应根据研究的方法论

特征、认识论立场以及研究资源等因素慎重确定

样本量(Guest et al., 2006, Hennink et al., 2017)。 

3.3.2  以是否还有新的编码或主题出现作为判定

依据 

有研究者倾向于追求数量化的指标, 通过对

比新获得的信息量与已获得的信息量判断资料饱

和, 即当某次访谈中新出现的编码数占已确定的

编码总数的比例达到一定标准, 即可判断研究达

到资料饱和。Guest 等(2020)发现, 在质性研究的

数据搜集过程中, 大部分新信息出现在早期, 短

期内通常遵循渐进曲线, 在进行了一定量的数据

搜集或分析之后 , 出现的新信息数量急剧下降 , 

因此他们选择前 4 次(或 5 次、6 次)搜集到的基础

数据集作为分母, 以之后的每 2 次(或 3 次)访谈所

获得的新信息量为分子, 以 5%或 0%作为阈限值, 

判断资料饱和, 即当新进行的 2 次访谈所获得的

新信息数量占前 4 次访谈所获取的信息总量的比

例小于 5%, 即可判断研究达到了编码或主题饱

和。其中, 对饱和阈限值(5%或 0%)的选择参照了

量化研究的显著性指标 p 值的设定。Guest 等提出, 

上述具体标准的选择是自主的, 质性研究者可以

根据研究现实自行确定。 

通过计算新出现信息与已获信息之间的比率

来判断资料饱和比较容易操作。研究者还可以借

助于图表的辅助, 根据研究推进过程中新编码或

主题的出现做出符合研究目的的判断(Guest et al., 

2020; Hennink et al., 2017, 2019)。例如 Hennink

等人使用条形图表示编码或主题在广度上的饱和, 

以新出现的编码数量为纵坐标, 以访谈顺序为横

坐标, 条形图的高度表示在历次访谈中获得的新

的编码或主题的数量(Hennink et al., 2017)。图 1

展现了该研究随着访谈的持续, 编码或主题的发

展过程。从中可以发现, 首次访谈获取了大量编

码, 随后的访谈明显呈现收益递减的特征。从第

16 人次的访谈开始, 连续出现不能提供任何新信

息的情况, 这表示编码或主题的范围已经基本确

定, 可以做出研究达到编码或主题饱和的判断。

如果继续进行访谈, 虽然并不完全排除会有新信

息出现的可能性, 但质性研究并不追求对研究资

料穷尽式的获取, 只需获取相对足够的资料达到

对概念与理论的发展和验证即可。 

C o n s t a n t i n o u 等 ( 2 0 1 7 )采用了比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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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编码或主题发展过程图(Hennink et al., 2017) 
 

(Comparative Method for Themes Saturation, CoMeTS)

判断主题饱和。首先, 他们将对每一轮新的访谈

资料的分析结果与之前的资料分析结果进行比较, 

明确最近一次访谈所获得的新主题及重复主题数

量, 当不再有新的主题出现时即视为达到资料饱

和。然后, 研究者将访谈资料的顺序打乱重新排

序, 再次进行资料分析, 对主题饱和进行检验。结

果发现, 在按照访谈的自然顺序分析资料时, 第

5 次访谈达到了主题饱和, 而对访谈资料重新进

行多次随机排序后, 分别在第 7 次或第 8 次访谈

才达到饱和。研究结果表明, 访谈资料的分析顺

序会影响对资料饱和的判断。应该指出, 对访谈

资料的收集与分析通常是滚动进行的, 将访谈资

料的顺序打乱重新排序并不符合质性研究的逻辑, 

但在判定过程中加入比较方法确实有助于对资料

饱和做进一步确认。 

3.3.3  以饱和度系数作为判定依据 

有研究者试图用更复杂的计算公式探究质性

研究的资料饱和度问题。Tran 等(2017)在开放式

调查中使用蒙特卡罗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 

又称随机模拟法, 预测新加入的参与者所能提供

的主题数量。Lowe 等(2018)基于数学统计模型测

量质性研究的主题饱和, 该模型提供了对数据集

之间、数据集内部以及研究项目过程中饱和度的

测量方式。Namey 等(2016)演示了使用 bootstrap

模拟从每个质性研究数据集中随机生成 10000 个

样本, 计算达到主题饱和所需样本量的方法。另

有研究者基于二项式分布(binomial distribution)提

出样本量评估方式(Fugard & Potts, 2015; Galvin, 

2015)。 

以上多种资料饱和度的计算方式都依赖于概

率理论与随机抽样(Fugard & Potts, 2015; Galvin, 

2015; Lowe et al., 2018)。然而, 由于质性研究采

取非概率抽样方式(Guest et al., 2020), 并且具有

开放性等特征, 使得它并不适用于概率论或者统

计推断(Blaikie, 2018; Sim et al., 2018)。另外, 受

研究传统和知识范围的限制, 复杂的数学统计分

析模型既不方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操作和使

用, 也不利于相应的读者群接受和理解。 

有研究者尝试引进 Jaccard 系数作为资料饱

和度的判断指标(刘甜芳, 杨莉萍, 2018)。Jaccard

系数原本是指在给定的两个数据集 A 和 B 中, 二

者的交集与并集的比值, 比值越大代表两个集合

的相似度越高(张猛, 李玲娟, 2018)。Jaccard 系数

的计算公式如下： 

J A,B A B / A B

A

( ) | | | |

| | (|B / A | | B| )A| |B

 
 

 
 

 

在资料分析过程中, 使用 Jaccard 系数可以计

算不同轮次访谈所获取资料的编码相似性, 新获

取的数据集与之前已搜集的数据集相似度越大 , 

Jaccard 系数越高 , 则表示资料编码的饱和度越

高。这样的操作方式符合编码饱和的概念。在对

英文资料的分析中, 主要以英文单词作为分析单

元计算 Jaccard 系数, 而中文则以单个的汉字或编

码作为识别单元。目前在操作过程中, Jaccard 系

数大多只为一个报告值, 至于其指标达到多少可

以认定为编码饱和, 并无统一标准, 还有待进一

步探索。此外, 以 Jaccard 系数作为判断标准还存

在其他问题。鉴于质性研究过程的持续性和探索

性, 以新获取的数据集 B 与此前已获取的所有数

据的集合 A 合并作为分母, 会使得分母偏大, 造

成 Jaccard 系数过小, 从而对研究过程中资料饱和

度的变化失去敏感性。 

为了弥补 Jaccard 系数的不足, 研究者构造出

另一种操作简单、对资料饱和变化更为敏感的饱

和度指标, 称为 S (Saturation)系数, 用以判断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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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的编码饱和度。在给定的两个集合 A 和 B

中, B 代表新获得的数据集, A 代表在 B 之前已获

取的所有数据的集合, 两组数据编码的交集与数

据集 B 的比值即为 S 系数。比值越大代表数据集

B 中的编码与之前集合的重复性越高。S 系数的

计算公式如下： 

S A,B A B( ) | | |/ B|   

资料饱和度作为一种过程性评价指标, 会随

着研究过程的进展不断增加或累积。S 系数能很

好地体现随着样本量增加, 资料饱和度逐渐上升

的趋势。在研究过程中每增加一次抽样, 都可以

重新计算资料饱和度, 从而监测新增样本对于编

码或主题发展的贡献程度。在对同质性样本的访

谈中, 深度访谈连续 3 次(焦点团体连续 2 次) S 系

数达到 95%及以上可认定为达到编码饱和。这里

95%参照了量化研究的显著性指标 p 值的设定, 

而要求“连续 3 次”或“连续 2 次”, 则是遵循了“适

当追加抽样”的原则。但目前这依然只是经验性判

断, 有待获得更多研究的验证与支持。 

3.4  意义饱和的判定 

Hennink 等(2017, 2019)采用回顾性实证分析

的方式探究了深度访谈与焦点团体研究中达到意

义饱和所需样本量, 并与编码饱和做了对比。结

果发现, 需要 16~24 次个体访谈才能达到意义饱

和, 在第 10 次焦点团体访谈后勉强达到了意义饱

和。通常情况下, 达到意义饱和所需要的样本量

远高于编码饱和。 

研究者在资料搜集与分析的循环过程中借助

于表格记录意义单元(二级编码)含义的发展变化, 

称为意义饱和网格(Brod et al., 2009; Hennink et 

al., 2017, 2019)。如在表 1 中, 第一列为发展出的

意义单元, 之后各列分别为第 1~6 次、7~9 次、 
 

表 1  意义饱和网格(Hennink et al., 2017) 

意义单元含义 
意义单元 

访谈 1~6 访谈 7~9 访谈 10~12 访谈 12 之后 

感觉不错 没有疾病 (1) 

 感觉不错 (3) 

 病毒载量稳定(3) 

 有疾病所以就诊 (3) 

 有药物供应 (4) 

   

时间 出行/停留的时间 (1) 

 会诊的时间 (1) 

 做其他事情的时间 (1) 

 诊所的时间安排 (1) 

 进行其他治疗的时间 (2) 

 等待时间 (3) 

 实验室测试时间 (3) 

 浪费时间 (3) 

请假 (9) 
 
 
 
 
 
 
 
 
 
 

  

工作承诺 长时间工作 (5) 

 工作更重要 (6) 

 要在就诊时间工作 (6) 

 工作时间安排不灵活 (6) 

 工作请假规章制度 (6) 

 避免工作中的麻烦 (6) 

  

雇主质疑请假(13) 
 
 
 
 
 
 
 

公开 污名公开 (1) 临床保密 (7) 工作场合公开 (11) 公开的负面经历 (13)

 选择性公开 (1) 向其他患者公开 (8)  公开曝光 (17) 

 公开亲属与伙伴 (1) 向朋友公开 (9)   

 因污名隐藏 HIV (1)    

 害怕公开会带来暴力 (3)    

 推迟公开 (3)    

 其他公开情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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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意义饱和坐标图(Hennink et al., 2017) 

 
10~12 次及第 12 次之后各阶段资料搜集为意义单

元(或不同类属)所增加的新的内涵。 

意义饱和网格可以在资料搜集与分析的循环

过程中建立。将发展出的意义单元逐一填入第一

列, 将新发现的意义单元的下级编码或自由节点

按照各自出现的顺序分别填写在网格中的相应位

置。如果在访谈中没有新的编码出现, 则空出相

应单元格。单个意义单元达到饱和的标志是, 在

后续进行的访谈中不再出现该意义单元新的下级

编码或自由节点。当所有(或达到一定比例)的单元

格都呈现为空白, 代表随着访谈继续下去不会再

有新的信息增加, 即可判断研究资料达到了意义

饱和。在表 1 中, 第 2 个意义单元“时间”的属性到

第 9 次访谈已基本确定, 之后没有继续增加, 说

明该意义单元已达到饱和。需要提醒的是, 在质

性研究过程中, 编码始终处于不断调整状态, 这

一点在意义饱和网格中能够体现出来。 

意义饱和网格记录了意义单元及其含义的发

展过程, 可以帮助研究者判断特定的意义单元是

否已经达到饱和。但这类网格大多只能保存在研

究者的研究备忘中 , 由于内容太多 , 过于庞杂 , 

在期刊论文中很难完整呈现。Hennink 等(2017)

因此创造了另一种更具参考价值的意义饱和呈现

方式, 见图 2。其中, 横坐标为访谈顺序, 纵坐标

分别呈现不同的意义单元, 空心圆表示某个意义

单元被正式创建的位置, 实心圆表示某意义单元

达到意义饱和的位置, 即在后续访谈中有关该意

义单元的新信息不再出现, 这时可认定该意义单

元的相关信息已达到饱和。 

4  讨论 

在质性研究中强调资料饱和具有三方面意

义。其一, 评估研究资料的充足性, 以指导抽样过

程。其二, 帮助研究者判断对研究问题及相关概

念的认识是否深入, 是研究质量的体现。其三, 帮

助研究者在论文中报告研究取样的充分性, 接受

读者的审查 , 也便于后续研究者进一步跟进研

究。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不同形式的资料饱和

常常被混淆, 不恰当的评估方式或模糊操作等问

题普遍存在。 

4.1  质性研究达到资料饱和的样本量标准不应

统一设定, 其检验需嵌入具体研究过程 

对于资料饱和的判定, 某些实证研究的结果

或统计学方法试图在研究之前就给出达到资料饱

和的样本量标准。但是, 如前所述, 质性研究的资

料饱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每项研究都有其

个性或特殊性。例如, 在访谈研究中, 主题与受访

者紧密相连, 受访者的身份和所处的语境帮助赋

予主题意义和重要性 , 主题是受访者的“属性”, 

二者相互对应 (Byrne, 2015; Hammersley, 2015; 

Sim et al., 2018)。而在资料分析过程中, 主题也不

是一成不变的, 主题的命名、内涵、外延及其对

研究问题的理论贡献都在不断发展, 特定主题的

重要性及其与研究问题的相关度也随之改变

(Hammersley, 2015)。因此, 对研究问题探索的深

度与样本量之间并非服从简单的线性关系, 受访

者人数不能单独作为判断资料饱和的依据(Sim et 

al., 2018), 达到研究资料饱和的样本量因此不能

在研究开始之前确定(Braun & Clarke, 2021)。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 研究者应基于本研究的

特点, 综合考虑多种资料饱和形式。如使用编码

或主题饱和评估研究资料的广度和范围, 使用意

义饱和评估编码或主题被探索的深度。如果该研

究以建构理论为目的, 还应该通过持续性比较对

理论饱和加以检验。将检验嵌入研究过程, 综合

使用多种形式的资料饱和, 在国外也有一些研究

案例, 如数据饱和与理论饱和结合使用(Goulding, 

2005; Mors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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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质性研究的资料饱和存在逻辑上的不确定性, 

适当追加抽样有助于进一步确认 

资料饱和是基于已获取的数据对未来访谈数

据获取情况所做出的预测。这里“逻辑上的不确定

性”是指 , 根据当前资料搜集和分析的情况预测

继续进行数据搜集和分析的必要性, 这种预测在

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 其准确性

并未得到进一步的证明(Saunders et al., 2018)。尽

管研究者可以清晰地记录和呈现资料搜集与分析

过程, 为研究的资料饱和提供证据, 但质性研究

的资料饱和很难说是一个绝对准确的判断。 

正因为资料饱和在逻辑上存在不确定性, 有

研究者认为, 应该在资料达到或基本达到饱和之

后再适当追加抽样, 以对资料饱和加以验证。例

如, Jassim 和 Whitford (2014)在进行了 10 次访谈

之后, 发现研究资料已经达到了主题饱和 , 但仍

继续追加了 2 次访谈, 以对资料饱和进行确认。

类似的方式也被其他研究者所采用(Bragaru et al. 

2013; Jackson et al., 2000; Vandecasteele et al., 2015)。

但 Saunders 等(2018)指出, 过度抽样的做法在一

定程度上也存在问题, 可能会造成资料饱和概念

的模糊性。尽管如此, 适当追加抽样仍不失为应

对资料饱和逻辑不确定性的有效策略。通常在做

出研究资料饱和或基本饱和的判断之后, 研究者

可以根据需要再继续针对同质性样本追加 2~3 次

个体访谈或 1~2 次焦点小组访谈, 对资料饱和做

进一步的确认。 

4.3  资料饱和作为考察研究质量的一项重要指

标, 并不适用于所有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是一个“伞概念(umbrella concept)”, 

包含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如扎根理论、现象学

研究、话语分析、主题分析、民族志、叙事研究、

焦点团体、生命史与心理传记等(何吴明, 郑剑虹, 

2019)。有研究者认为, 资料饱和的概念并不适用

于叙事分析、解释现象学分析等(Marshall & Long, 

2010; O’Reilly & Parker, 2013; van Manen et al. 

2016)。主题分析、扎根理论、焦点团体等采用归

纳思维, 从众多受访者那里搜集信息, 关注理论

发展的充分性, 因此比较符合资料饱和的操作性

定义; 而心理传记、叙事分析等则聚焦于个体, 更

加关注个体故事的完整性, 现有的资料饱和概念

似乎并不包含此类含义(Saunders et al., 2018)。至

于解释现象学分析, 虽然也会采用提炼主题、明

确主题间关系等方式进行资料分析, 但更重视获

取完整、丰富的个体关于生活经验的理解, 具有

特则取向, 强调对每个案例进行详细的审视(侯力

琪 等, 2019), 这类研究是否适用于资料饱和的概

念,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商榷。因此, 有研究者担

心, 如果将资料饱和这一概念无差别地应用到所有

质性研究中, 可能导致失去其一致性效用(Saunders 

et al., 2018)。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对不同类型质

性研究的资料充足性的考察、判断与检验。 

5  结语 

质性研究并非是在传统实证研究的框架内新

增的一种研究方法, 而是代表了心理学中的一种

全新方法论。它在研究选题、文献综述、研究关

系的建立、资料搜集、资料分析、结果与讨论、

效度检验、研究报告等各个环节, 都表现出与实

证研究不同的特点。资料饱和及其检验只是其中

一个研究环节。只有针对质性研究过程中的每一

环节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 才能提高质性研究操

作的规范性, 从而提高研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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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and evaluation of saturation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YANG Liping, QI Lidong, ZHANG Bo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Abstrac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turation is usually used to assess the adequacy of research data. 

However, in research practice, there are various forms of satur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are 

complicated and ambiguous. Previous studies lack operational descrip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saturation and its reports. Considering its importance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ncepts of saturation. As a sign that the sample size of a qualitative study has met the research 

needs, based on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ir occurrence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saturation can be 

distinguished into four types: data saturation, code or thematic saturation, meaning saturation, and 

theoretical saturation. Each of them has its specific connotations, evaluation methods and judgment criteria. 

Some problems ar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1) The sample size to reach saturation should not be set 

uniformly, and it must be embedded in the specific research process; 2) Due to the logical uncertainty of 

saturation, a little oversampling would be helpful; 3) As an important index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a 

qualitative research, saturation test cannot be applicable to all form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Key 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saturation, evaluation methods, judgment criteria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